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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研究中的概念，也是语言研究中的概念。意识形态与语言使用的紧密联系使

其在近 30 年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对“意识形态”概念在

语言研究中的含义进行梳理，发现其具有四个明显特征，即“心理意识”特征、“社会立场”特征、“权力关系”
特征和“话语体现”特征。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界定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扮演的三个角色: 1) 在批评

话语分析领域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2) 在语用学领域它是论证的课题，3)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它是

语言研究借助的工具。这些讨论突显语言研究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趋势，有助于探究言说者

的能动性，通过探究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和作用促进语言学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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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deology”，normally a concept in political studies，is also a key concern in sociolinguistics，pragma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Reviewing relevant studies of ideology in these linguistic fields，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four features of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namely， ideology being
characteristic in terms of consciousness，social position，power relation，and discourse realization． The article
continues its investigation by highlighting three roles ideology plays in linguistic studies，namely，ideology being the
content linguistic study is to reveal，the issues linguistic study investigates，and the tool by which linguistic research
is to be done． Finally，the article relates what is discussed here with relevant issues at home，proposing that further
concern of ideology in linguistic studies is needed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speaker’s agency in the process of
decoding the social meaning of language use as well as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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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意识形态”一般被认为是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广泛使用的术语。例如，在经典马克思

主义的文献中，“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是统治阶级为自己造出的关于自身以及自身是

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 Marx and Engels［1845］1970) ，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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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歪曲、颠倒现实且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虚假意识”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借此把自身建构成

社会全体成员理所当然的代表，将自己阶级的特殊利益建构为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使被统治阶

级误认为自己的利益与统治阶级的利益相一致。新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

社会以再现的方式来建构现实的认知框架，它建构一种个人与其真实生存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

并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前提，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作用( Althusser 1971) 。如此认识意识

形态的作用，新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产阶级通过教育、媒体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的社会运作和日常实践，潜移默化地将其意识形态渗透于该社会的大多数成员，不仅使被统治阶

级在精神和思想上臣服于统治阶级，而且将被统治阶级转化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的主体。
与政治学研究中将意识形态与“政治纲领”“政治学说”和各种“主义”联系在一起 ( Gal ＆

Irvine 2019: 13) 进行研究不同，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更多的与日常生活( 包括政治、经济

和社会生活) 中的语言使用相关。那么，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在目前的总体状况如何? “意识形

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有什么特殊含义? 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是什么? 意识形态的语言

研究对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有哪些潜在的贡献? 对国内的语言研究有哪些启示? 本文试图对这些

问题做出一个概要性的回答，抛砖引玉，以期引发更深入的研究。

2． 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概况

语言学相关领域涉及“意识形态”的研究可称为“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可追溯至 20 世纪七

八十年代。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福勒和克瑞斯反思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语言本体研究，运用系统

功能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大众媒体中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揭示出特定媒体在对特定事件进行报

道中持有的特定价值取向及其意识形态意义( Fowler ＆ Kress 1979) ，其中体现的意识形态语言研究

所遵循的一些理论主张在《作为意识形态的语言》一书( Kress ＆ Hodge 1979) 中得到系统阐述。沿

着这一研究路径，范代克和沃达克借鉴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运用修辞和论辩的分析方法，对西

方一些国家中存在的种族歧视现象进行批评话语分析，将那些隐含在话语中不易为人察觉的种族

歧视意识形态意义暴露在大众面前( van Dijk 1991; Reisigl ＆ Wodak 2001) ，最终形成批评话语分析

领域意识形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意识形态的多学科研究》( van Dijk 1998) 。
社会语言学和语用学领域的意识形态研究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西尔弗斯坦 ( Silverstein

1979) 提出“语言意识形态”议题，被认为是将意识形态概念引入社会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人类学研

究的一个“突破”，开创了思考语言和意识形态问题的“新思路”( Gal ＆ Irvine 2019: 13 ) 。之后的

20 年见证了该领域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快速发展，出版了一系列主题文集 ( 如 Kroskrity 2000;

Schieffelin et． al． 1998; Blommaert 1999) 。《语用学》期刊还在美国人类学会 1991 年芝加哥年会和

1993 年华盛顿年会组织的意识形态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出版了两个专辑，分别为“语言意识形态”专

辑( 1992，2: 235 － 453) 和“构建语言与公众”专辑( 1995，5: 129 － 282) 。进入 21 世纪，社会语言

学领域对意识形态的研究与日俱增。例如，《社会语言学刊》前 9 卷( 1997 － 2005) 的论文中，只有

三篇文章的题目含有“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第 10 卷( 2006) 题目含有“意识形态”的文章增加到三

篇，而接下来的 8 卷( 2007 － 2014) 每一年都至少有一篇文章题目中出现了“意识形态”这个术语。
贝尔( Bell 2016) 的这个统计表明，语言意识形态已经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主要范式，对社

会语言学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影响，其发展出来的视角已经增强了社会语言学关于性别、种族和阶

级的研究对批评和意识形态的敏感度，而且这种敏感度还在进一步渗透到互动社会语言学和方言

变异研究之中( Coupland 2016: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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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的语言研究还体现在语言规划与政策的研究方面。例如，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在

选择哪些语言作为国家语言时，就体现出其在语言规划上的意识形态倾向，其所确定的借以选择

语言的标准，“与其说是一个经验的语言事实，不如说是一个意识形态过程”( Woolard 1998: 21 ) 。
除此之外，“意识形态”概念也促使学者在语言政策研究中关注语言与种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

这些非语言因素的紧密关系。这些非语言因素被引入语言政策的制定当中，更加凸显了语言承载

意识形态的特征，因为不论体现哪种意识形态的语言政策都不可避免地反过来形塑交际实践并借

此进一步影响语言政策( Wee 2016: 333) 。

3．“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

语言学不同研究领域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有着基本共识，认为其体现在相互联系的四个

特征上面。首先，“意识形态”被认为与“意识”和“认知”相关，是客观事物在头脑中的主观再现。
基于此，一些社会语言学家将我们关于客观事物的认识 ( 如知识) 认为是意识形态，这些知识可以

帮助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创造性地解释其所处的语境以及后续采取的社会活动 ( Gal ＆ Irvine 2019:

14) 。这一点在批评话语分析和语用学中也得到认可，如范代克( van Dijk 1998: 9) 认识到意识形

态概念具 有“认 知”的 特 性，是“一 个 囊 括 了 关 于 社 会 的 各 种 认 识 的 心 理 框 架”，维 索 尔 伦

( Verschueren 2012: 7) 也指出“意识形态”包括“意义的基本模式、解释的框架、世界观以及日常思

考和解释的形式”。
第二，“意识形态”的基础是社会活动者特定的社会立场。在这方面，意识形态的“意识”特性

和“心理”特征上升到“思想”或“信仰”的层次，将意识形态与自然科学中称作“知识”的关于客观

事物的真实认识①区别开来。例如，社会语言学学者沃勒德 ( Woolard 1998: 6) 曾明确指出，意识形

态“源自并植根于某一特定立场的利益和经历，同时也是这一特定利益和经历的反应和回应”。批

评话语分析的学者也在认识到意识形态具有“认知”特性的基础上，指出意识形态“不仅产出关于

社会的认识，而且具有调节社会实践的功能”( van Dijk 1998: 9) 。语用学者的表述更为深刻，认为

意识形态不仅与“思想、信仰和意见”相关，还包括“意义的基本模式、解释的框架、世界观以及日常

思考和解释的形式”( Verschueren 2012: 7) 。维索尔伦在这里强调的实际上也是社会语言学和批

评话语分析学者所认识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个心理认知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社会学研究的概

念，是一个基于社会立场的主观认知。
第三，意识形态是一个与“权力”和“斗争”相关联的概念。由于“意识形态”是一种基于特殊

利益的主观认知，因此，如果某一种意识形态试图实现它所自诩的代表“普遍真相”的目的，它就需

要借助一定的权力，包括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权力( Woolard 1998: 7) 。同样是因为意识形态与权力

紧密相关，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话语和表意实践”也“服务于为了获得和保持权力而进行的斗争”
( 同上) 。对此，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进一步指出，“意识形态是确立和保持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重

要方面”( Wodak 2001: 10) ; 而语用学则特别强调意识形态所服务的这种权力关系是存在于“公共

领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群体层级上彼此间体现在公共地位上的等级关系，因此，不仅拥有权力

的群体具有意识形态，没有权力的群体也被认为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Verschueren 2012: 9) 。
第四，意识 形 态 被 认 为 存 在 于 语 言 使 用 之 中，其 含 义 甚 至 可 以 被“话 语”的 概 念 所 涵 盖

( Woolard 1998: 7) 。意识形态反映或折射社会事实的形式是不同的语言表达形式，因此，批评话语

分析可以通过分析不同社会主体的语言运用形式洞察其隐含在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意义。在

11

① 当然，自然科学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于认识主体的各种局限也并非完全是对客观事物的真实认识。



这方面，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领域的学者也有类似的论述。语用学家维索尔伦就指出，意识形态

最明显的体现形式就是语言使用或话语( Verschueren 2012: 17) ，而社会语言学家则在用“语言意识

形态”( Silverstein 1979) 的概念特指“关于语言交际活动( 而不是政治活动) 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

提出“意识形态运作场所”( Gal ＆ Irvine 2019) 的概念，特别表明意识形态发生在人们运用语言交

流的过程之中。
以上四点是语言研究领域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一般认识。然而，由于研究目的不同，语用

学、社会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关于“意识形态”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侧重。例如，语用学和社

会语言学比较强调“意识形态”的“创造力”。“意识形态”在戈尔和厄文( Gal ＆ Irvine 2019: 14) 看

来可以帮助人们对交际情景做出“创造性的阐释”并对后续采取的社会活动发挥积极作用，而在维

索尔伦( Verschueren 2012: 19) 看来，意识形态一旦被应用就可以在确认态度、解释事物和使活动合

法化过程中发挥作用。这些不同，也体现出语言研究领域应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特征，或曰意

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不同角色。

4． 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

4． 1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试图揭示的内容

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领域，一方面是因为批评话语分析将揭示语言使用中

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 包括与之相关联的权力关系) 作为其首要任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批评话语

分析的“批评使命”使其与这一任务紧密相连。
就前者而言，其认识论基础是批评话语分析认为社会现实与话语建构的社会现实并非总是一

致。例如，费尔克劳( Fairclough 2006) 列举了关于全球化的不同声音，它们分别来自学术研究、媒
体、政府机构以及非政府机构，甚至来自普通民众，这些声音代表着不同的立场，有客观主义立场、
修辞主义立场，还有社会建构主义立场。这些代表不同立场的关于全球化的声音( 话语) 并非都能

够体现全球化的实际现状，而且这些话语之间也体现为 一 种 竞 争 关 系。费 尔 克 劳 ( Fairclough
2006) 特别分析了一种对实际发生的全球化进行论述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种“全球主义”话语

将全球化再现为市场的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不可避免也不可逆转，还无人可以控制。这种全球

主义话语认为全球化使人人受益，并推进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然而，全球主义话语并不是

实际发生的全球化的真实写照，而是美国等国家推行自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一种说辞。在这

个意义上，全球主义话语实际上体现出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由符合其利益的国家提出并由其

主导在全球范围推广。
就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使命”而言，批评话语分析通过对话语进行语言学分析来揭露语言使

用中存在的社会不公正现象，以期实现社会变革。它之所以对语言运用( 话语) 进行批评性分析，

其目的就是揭示那些隐含在语言使用中的、不易被察觉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意识形态意义( 如种

族歧视的意识形态意义) ，进而能够唤起民众的觉悟，改变他们被这种意识形态奴役的现状。正如

费尔克劳和沃达克所讲，“语言使用的具体方式体现着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人们对此往往无法察

觉。批评话语分析的目的就是将这些含混的话语问题明朗化”( Fairclough ＆ Wodak 2012: 17) 。可

见，批评话语分析体现着一种明显的参与政治活动的特征。批评话语分析的社会实践或政治承诺

预设了语言使用中的意识形态成为其语言研究所要揭示的主要内容。
4． 2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需要论证的课题

与批评话语分析不同，语用学将意识形态视为语言研究论证的课题，并致力于探究什么是意

识形态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如何产生。这种“基于语言或话语的实证意识形态研究”( Verschu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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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强调要依据一些基本规则 ( rules) 对语言运用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论证。例如，维 索 尔 伦

( Verschueren 2012: 22 － 28) 提出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研究首先要列出研究问题，之后要在自我监

控和反思的状态下收集足够数量的语料，而且这些语料还需针对具体的研究目的，并且结构成分

丰富、语体各异。维索尔伦还就具体的研究方法提出四个分析指南 ( guidelines) ，包括详细研读收

集到的语料，了解语料的背景等等，其中一些指南包含了可依据的详细研究步骤( procedures) ，以及

关于注意事项的告诫( caveats) 。
维索尔伦认为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是意义的基本模式，也是解释意义所依据的框

架基础。他主张使用严谨的学术研究方法判定意识形态在语言运用中的存在，并提出意识形态语

言研究需要遵循一套准则和规则、通过一套步骤来发现意识形态存在于语言运用之中的证据。在

这方面，他提出四个指南，其中第三个指南更具核心地位。
第三个指南涉及意义生成的动态性，与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关系相关，包括七个彼此相

关联的步骤。第一步是确定所分析研究的话语属于什么活动类别或言语事件类别，有哪些主要的

言语行为，有哪些语言游戏，以便提供一个普遍性的阐释框架。第二步要分析语言、语码和文体在

话语中是如何使用的，包括 1) 使用了哪些语言，这些语言与社会 /社区语境有何关系，2) 使用了哪

些语码，是否有语码转换发生，是否涉及特殊的交际文体，以及 3) 该文体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等

等。第三步是分析信息结构的表现形式，特别要分析语言形式如何在词汇、句子、超句三个层面组

合在一起形成信息结构。第四步要系统观察隐形意义的表达方式，如要找出体现预设的表达式和

结构，以及逻辑含义、蕴含和言外之意，还要找出诸如明喻、代喻、隐喻、反讽的修辞手段。第五步是

观察互动，例如，对于会话这类明显的互动语料要观察互动进行的结构和双方进行互动的方式，而

对于看上去像是独白但却是互动的语料，要尽力找出对话的组织结构，即那些隐形的互动方式。
第六步是观察元语用功能的实施情况，特别是找出那些能够表明元语用的副词、附加疑问句、插入

语、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等等。第七步是在前几个步骤观察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明确任何可能产生

意义的策略，例如显性策略和隐性策略互动有可能产生的新的意义生成策略。关于以上七个步骤

的具体实施，维索尔伦也给出告诫，指出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不是确定的，因此这些步骤的实施也不

可能采取一种机械呆板的方式，同时，由于形式和功能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也需要注意意识形态研

究具有的比较和对比特征。
4． 3 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可以借助的分析工具

“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作为概念性分析工具可以用来阐释意义的解读过程。这方面系统

性的理论成果来自社会语言学及语言人类学的研究( 如 Silverstein 1979，2003; Gal ＆ Irvine 2019; 亦

见赵芃 2021) ，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 如 van Dijk 2008，2009; 亦见 Tian 2011) 。篇幅所限，下面

从两个方面简要讨论戈尔和厄文的研究。
首先，“意识形态”概念深化了符号为什么可以成为符号这一问题。在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看

来，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以及符号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以成为指向关系、象似关系、象征

关系，是由于“解释项”猜想( conjecture) 的结果。那么，解释项依据什么“猜想”? 戈尔和厄文认为

是依据“意识形态”，并通过由比较和对比构成的“符号过程”实现。她们( Gal ＆ Irvine 2019: 19) 以

法语词 stupide 中的 u 音的正确发音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发音正确被认为具有法国人的特质，但这

个语音变体之所以“指向”法国人的特质，则是因为“解释项”从事“猜想”这一认知活动的结果，而

在这个过程中已有的知识导致对这个语言变体给予特殊关注，并将其与周边的其他符号区别开

来。这些知识背景、兴趣利益以及推想，即是阐释符号为什么成为符号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

上，戈尔和厄文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发展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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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意识形态”概念阐释了创造知识的过程。戈尔和厄文提出一套概念，包括“呈符化

( rhematization) ”“分形递归性( fractal recursivity) ”“区分轴( axis of differentiation) ”“抹除( erasure) ”，

认为基于一种“猜想”的符号关系( 如指向关系) 可以在下一个“猜想”中被认为是另一种符号关系( 如

象似关系) ，这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不仅发生在“猜想”的过程之中，而且发生在对比语言形式及其导

致的对社会意义的区分之中( Irvine 2001; Irvine ＆ Gal 2000) 。例如，她们发现 19 世纪的一篇游记中

“土地”这一语言符号可以指向“乡村”这一物体，然而，这篇游记的作者却表达了当她从西部跨越阿

尔皮斯山脉之后对东部土地贫瘠的惊愕。戈尔和厄文( Gal ＆ Irvine 2019: 112 － 137) 认为，当社会活

动者有意通过对比“土地”的贫瘠与否( 区分轴) 来显示特质( qualia) 的不同时，这种符号与物体的“指

向关系”就转换成了符号与物体所体现的特质之间的“象似关系”。符号关系在这个“呈符化”的符号

过程中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这位游客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结果。她选择什么样的“区分

轴”，在不断的比较和区分过程中，选择注意什么，抹除什么，将比较和区分的关系投射到哪些层面( 分

形递归) ，都是基于社会活动者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符号的不同特质被“挖掘”出来，并且

被投射到这些符号被认为可以指向的不同现象上面，而社会活动者进行比较所依据的意识形态决定

了具体特质是否处于区分轴的两端，是否可以被投射到下一层级或上一层级，或是否可以被抹除( Gal
＆ Irvine 2019: 19) 。在这个意义上，符号过程即是一个被戈尔和厄文( Gal ＆ Irvine 2019: 14) 称作“意

识形态工作( ideological work) ”的意识形态发挥创造性作用的过程。

5． 启示与思考

以上关于意识形态在语言学研究中的定义及其角色的讨论主要涉及国外的相关研究，但这并

非表明国内的语言学研究没有关注语言意识形态问题。事实上，国内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社会

语言学研究和语用学研究对此都有所涉及。例如，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辛斌( 2018) 借助“体裁互

文性”的概念，对南中国海仲裁案中法律机构内“仲裁”和“诉讼”的互话语问题进行批评话语分析，

揭示出该案妖魔化中国和损害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的意识形态意义。在社会语言学领域，谷小

娟、张迈曾( 2007) 曾将戈尔和厄文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早期研究与语体变异研究联系起来，认为

其是语体变异研究的一个主要路径。在语用学研究领域，虽然与维索尔伦“实证意识形态研究”相

关的研究并不多见，但是涉及语言运用中社会心理因素的研究或多或少也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例

如，陈新仁( 2018) 在对房产广告的批评语用分析中就发现，广告商通过顺应目标人群的特定心理

需求来达到促销房产的目的。这里所说的“心理”从广义上讲体现出“意识形态”概念所含有的“意

识”“认知”等基本内容。
然而，以本文讨论的内容为基础思考国内语言学相关研究，我们还是可以得出一个有益的启

示，即语言研究如能对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能动性 ( agency) ”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可开辟理论创新

的新天地。“能动性”是语言人类学从社会学引入的一个概念，指语言使用者在以言行事过程中与

制约其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具有相互构建的关系 ( Ahearn 2001 ) 。变异社会语言学从以拉波夫为

代表的第一次浪潮发展到以米尔罗伊和艾克特为代表的第二次浪潮( Eckert 2012) ，将“能动性”的

概念应用到对语言变项和社会变项关系的阐释之中，并借此来揭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直

接和简单的共变关系，而是通过言说者“能动性”来调节的。在这个意义上，“能动性”概念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出言说者个体对交际行为及其后果不确定性的影响。与此形成呼应，戈尔和厄文在 20
世纪末( Gal 1998; Gal ＆ Irvine 1995) 就开始从皮尔斯符号学的角度探究符号与物体之间如何通过

解释项的“猜想”呈现出指向关系和象似关系。她们将这个“猜想”的过程视为“意识形态”过程，

并将研究的重点集中在“象似关系”上面，通过借鉴西尔弗斯坦关于指向关系的研究，在其“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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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向秩序”( Silverstein 1979，2003) 概念的基础上提出“呈符化”的概念，揭示了指向关系在向

象似关系转化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机制，突显出个体能动性在语言运用中的特殊作用。
戈尔和厄文基于符号学的语言意识形态研究将语言意识形态作为阐释言说者个体语言风格实践

的契机，不仅代表了社会语言学注重个体语言特征研究的趋势，而且实现了对西尔弗斯坦“指向

性”概念在符号学方面的超越( Gal 2016; Woolard 2021; 田海龙 2022) 。
以此反观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研究，可以发现相关的研究虽然认识到语言使 用 者 的“认 知

( cognition) ”在言语交际中的作用，但是这种“认知”还停留在“心智( mental) ”层面，将言说者作为

“社会人”( Halliday 1978) 的研究还不够透彻，对其发挥能动性的机制还认识不足。国内认知语言

学的一些新成果，如提倡批评认知语言学与语料库结合以及倡导采用心理实验的方法进行批评话

语研究的“批评认知”研究路径( 张辉、张艳敏 2020) ，以及强调“识解的本质及其与语法的关系”的

“社会认知”研究路径( 文旭 2019: 299) ，如果能够在关注“心智”“记忆”“语法”这些认知语言学的

基本概念基础上，在注重量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关注社会认知过程中语言使用者的

个体能动性如何导致交际后果，探究这种后果为什么具有不确定性、偶然性、临时性的特征，将会

在客观、真实和科学地呈现言说者解读话语意义过程的同时，更为深入地阐释言说者意识形态调

节( mediate) 语言形式和交际后果的机制。从本文讨论的意识形态语言研究来看，某个语言形式是

否华丽、是否幽默，它的使用是否可以建构出某种形象或达到某种目的，完全是语言使用者主观能

动性的结果，是其语言意识形态作用的产物。言说者对语言形式的认识，构成了连接语言使用与

交际后果的“中介体”，发挥着“调节力( mediating force) ”( Woolard 2021) ，其后果并非是认知语言

学的科学实验所能整齐划一地呈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的研究，即是关于人的

能动性的研究。这体现着语言学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发展方

向( 田海龙、赵芃 2021; 赵芃、田海龙 2022) 。

6． 结语

将“意识形态”的概念引入语言研究，语言学家，特别是社会语言学家、语用学家和批评话语分

析家对社会生活中的语言使用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有可能更为清晰地阐释语言与社会之间

的互动机制，特别是社会活动者作为“社会人”( Halliday 1978) 通过语言进行社会互动和相互影响

的能动机制。本文基于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提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基本含义，并以此为

出发点认为“意识形态”可以成为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论证的课题和借助的分析工具，已经展示

出语言学领域展开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广阔空间，同时也预设出对于丰富语言学理论的巨大潜

力。在语言学研究越来越注重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背景下，意识形态的语言学研

究显得尤为重要，这也为国内的语言学研究内容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相信国内

学界同仁在这方面会取得更为深入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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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英文版) 》为语言文字方面的国家标准，规定了

中文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在生活、学习、工作等领域运用中文完成交际的语言水平等

级。本书通过详细的等级描述对不同语言水平进行了介绍，让学习者能够对自身的语言

水平产生准确的预估，而教育机构也能依据这些等级描述及拼音表、汉字表、词汇表等进

行相应的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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